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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铁实践历程因其建设规模之大、推进速度之快引致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期刊文献大批涌

现，但是观点各异。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甚至对立，这主要源于新的历史时期交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交通与

区域经济的关系、乃至交通行业自身运行等都呈现出新的规律，学术上关于高铁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还存在不

同的认识，关于高铁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因此，有必要从空

间、时间、时空、技术、产业等多个维度对于高铁经济研究成果予以梳理，以总结、提出未来高铁经济基础理论

的基本走向。加快这些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科学决策高铁规模、结构、时机以及模式、战略、体制，更好实现新

时期高铁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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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２００８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到２０１１年，中国仅用４年时间完成了世界
近５０％的高铁线路建设，到２０１６年，中国高铁里程达到１．９万公里，较２０１１年又翻了一番；根据“十三
五”现代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到２０３０年中国高铁里程将达到３万公里。伴随高速铁路的迅速成网，各地
方政府和城市因看到其巨大的空间溢出效应纷纷争抢新建高铁设站和通车频次，甚至出现多名人大代
表联名要求高铁调整方案新增设站的现象。然而，国际经验早已显示高铁途经城市的发展并不均衡，既
有因 ＨＳ１高铁开通实现快速增长并已成为知识产业集聚地的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坎特伯雷地区），也有因高铁
开通导致旅游效益下降、酒店等旅游资源过剩的日本旅游圣地长野。这种不均衡在我国同样存在。高
铁企业自身财务表现差异也是由来已久，世界高铁实现财务自平衡者为数寥寥，财务盈利更是罕见。在
我国既有年均发送旅客规模约１亿人次、日均开行动车组１３２．５对、运营３年就实现财务盈利的京沪高
铁，也有年均发送旅客规模约４５５万人次、日均开行动车组２４．５对、运营亏损严重的兰新高铁。
中国高铁１０年运营实践历程因其建设规模之大、推进速度之快引致学术界高密度关注，期刊文献

大批涌现。梳理可见，绝大多数文献对于高铁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空间重塑、产业升级、土地价值等
诸多领域的经济影响持肯定态度。世界银行［１］（Ｐ２）（２０１４）关于中国高铁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从
就业、集聚、旅游产业三个方面进行了计量，实证了其正向促进的效果。徐飞［２］（２０１７）认为中国高铁已然
和载人航天、载人深潜、登月工程、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一起，成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成就。
也有不同声音，赵坚［３］（Ｐ２）（２００６）关于“建设铁路高速客运专线将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高铁‘走
出去’会加剧我国已有的经济困境使国家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等观点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支持此观
点的学术文章已在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刊出（Ｚｈａｏ　＆Ｚｈａｏ，２０１５）［４］（Ｐ２）。“新建高铁不是
解决中国铁路运力问题最经济而有效的方案”（Ｗｕ，Ｎａｓ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４）［５］（Ｐ２）、“欠发达地区低成本航
空比高铁更有成本效率”（Ｗａｎｇ，Ｘｉａ，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６］（Ｐ２）等观点也陆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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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研究结论差异甚至对立主要源于新的历史时期交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交通与区域经济
的关系、乃至交通行业自身运行等都呈现出新的规律，学术上关于高铁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还存在不同的
认识，关于高铁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本文从空间、时间、
时空、技术、产业等多个维度对于高铁经济研究成果予以梳理，指出未来高铁基础理论的基本走向。加
快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决策高铁规模、结构、时机以及模式、战略、体制，更好实现新时期高铁
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交通经济研究脉络梳理
（一）空间层面的交通经济研究
交通克服空间距离，是完成经济活动以及政治统治的重要途径。罗马帝国修建庞大的道路交通网

络，以连接其幅员辽阔的疆土：西欧、东欧、南欧、北非、西亚。设计和建设交通网络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
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罗马帝国的交通走廊沿用了古老的贸易通道，其中有的通道线路至今仍被欧盟所沿
用。交通通过塑造空间形态影响经济活动。冯·杜能［７］（１８２６）首创城市区位模型，在模型中，他设想了
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市外农民的竞争最后使得农作物的布局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这种结果本质上是
由运输成本引发的竞争。Ａｌｏｎｓｏ［８］（１９６４）用通勤者代替农民，用中央商业区代替孤立的城市，对冯·
杜能的模型做了重新解释，并又一次产生了土地利用的同心圆结果。

１９５０年，经济地理学者弗朗索瓦·佩鲁［９］（Ｐｅｒｒｏｕｘ）在其论文《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中，探讨了
经济增长的空间机制，得出了增长过程极化的著名论点。佩鲁提出，增长是由具有较高强度的点极地区
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地区扩散的传导路径。对于具体的传导机制，佩鲁在论述中引入了产业综合体概
念，其核心是推进型产业。其后经学者进一步发展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地发生于地
理空间，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在空间呈点状分布，并经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影响，
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空间集聚效应的增长极。陆大道［１０］提出的点－轴系统，是在大尺度上关于社会经
济空间组织的理论。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传统的点轴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具有较
好区位优势的经济中心成点状分布，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中心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的需要，形成以交
通线路为衔接的轴线发展，并且不断吸引人口和产业向轴线双侧集聚，从而产生新的增长极。点轴贯
通，就形成点轴系统。无论是增长极理论，还是点轴系统理论，都揭示了交通对经济具有空间层面的传
导作用。
以Ｋｒｕｇｍａｎ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则以运输成本为基础开始了对空间集聚的微观机制研究。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１－１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Ｄｉｘｉｔ－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模型、ＣＥＳ效用函数和规模收益递增
的生产函数研究集聚问题；同时用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冰山”模型处理运输成本问题，认为产品在运输过程
中不全部到达，部分产品像冰山那样融化，融化的比例越高运输成本就越高。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
何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可持续的？Ｋｒｕｇｍａｎ的中心—外围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区域，东部的
制造业中心和西部的农业外围。Ｋｒｕｇｍａｎ认为，影响集聚经济的因素可以分为包括向心力和离心力。
向心力来源于关联效应、稠密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流动的要素、土地租金、
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会形成中心－外围模式。关于稠密市场，Ｋｒｕｇｍａｎ
探讨了一个关于劳动力池的简单模型。关于集聚的离心力，他的模型表明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会
向外围迁徙以避开土地的高租金。
贝托里尼［１３－１４］（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１９９６，１９９９）的“节点—场所”橄榄球模型被广泛用于评价交通枢纽地区

的发展情况。“节点—场所”模型认为车站地区包含两种价值：节点（交通）价值（ｎｏｄｅ－ｖａｌｕｅ）和场所（功
能）价值（ｐｌａｃｅ－ｖａｌｕｅ）。两种价值相互协调，交互促进，能使站点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节点（交
通）价值反映站点的交通属性，可达性是其主要测度指标。人们越容易到达一个节点说明这个节点的价
值越高；场所（功能）价值反映站点区域的功能属性，是对区域活动密度和强度的评估，可包括房地产价
值、城镇化率、活动场所面积、商业设施数量、经济集聚程度等方面的指标。一个场所地区的经济活动密
度和强度越高则表示场所价值越高。梅耶［１５］（Ｍｅｉｊｅｒｓ，２０００）对于节点—场所模型进行了总结，并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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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第三个维度：站点地区的“交往”价值。这一第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节点和场所价值的衍
生物，也可以看作一个与该地区“城市性”水平相关的独立变量。站点地区活动与功能的互补性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这种“城市性”。梅耶的“交往”与美国社会学家卡斯泰尔（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１９９９）的流动空间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ｓ）理论相关［１６－１７］。卡斯泰尔认为流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它甚至能够支配社会
经济活动，这些流包括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和符号的流动。流动空间提供了一种信息时代背景下城
市（群）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理论视角。
赵坚［１８］（２００９）构建了引入空间维度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把运输成本看作克服空间障碍所花费的成

本，使运输成本进入描述人们经济行为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引入空间维度的经济学，可以解决不考
虑空间维度所导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困境，可以更深入地说明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另
外赵坚［１９］（Ｐ４）（２０１６）还区分了交通与运输的不同含义，指出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
运行的基本条件和必要前提；交通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水平和能源
消耗结构等。另外还有大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交通对经济影响的文献，张学良［２０］（２０１２）在综合考
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
型来研究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溢出效应，认为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
力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
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刘秉镰［２１］等（２０１０）以实物形态表示交通基础设施，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说明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刘生龙、胡鞍钢［２２］（２０１０）借助生产函数模型通过考察
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胡煜、李红昌［２３－２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交通枢纽城市对当地经济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了交通
枢纽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关系。

（二）时间层面的交通经济研究
旅行时间价值是一个典型的运输经济问题，也是评价交通成本－收益和交通溢出效益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对旅行时间价值的研究源于劳动经济学，认为人们出行过程中所占用的旅行时间价值相当于其
花费同样时间参与劳动创造所形成的价值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机会成本。Ｂｅｃｋｅｒ［２５］（１９６５）在时间分
配理论中将时间引入到传统的效用函数中，认为旅行时间价值应该体现为将消费时间作为工作时间来
看待所获得的报酬，即工资率（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ｒａｔ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６］（１９６６）则进一步修订了Ｂｅｃｋｅｒ的理论，认为
旅行时间价值不仅包括工资率，也包括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边际负效用（ｍａｒｇｉｎ　ｄｉｓｕｔｉｌｉｔｙ），仅用工资
率所反映时间价值会导致结果上偏。Ｏｏｒｔ［２７］（１９６９）认为旅行时间节约相当于总支配时间增加，应综合
考虑个体消费者效用的差异。Ｄｅｓｅｒｐａ［２８］（１９７１）通过区分必需时间花费（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ｂ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和选择性时间花费（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ｂｙ　ｃｈｏｉｃｅ），将消费商品所需的最少时间作为约束条件引入模型，并
将时间价值划分为资源性时间价值、商品性时间价值和时间节约的价值等。Ｂｒｕｚｅｌｉｕｓ［２９］（１９７９）通过效
用函数和限制条件中考虑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扩展了Ｄｅｓｅｒｐａ的模型。Ｓｍａｌｌ［３０］（１９８２）将旅行时间表
引入到效用函数和时间消费限制中，提出出发时间（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是影响出行选择和旅行时间价值的
重要因素的假设，并建立了以出发时间为变量的模型，并将时间分为“消费”时间、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

Ｇｒｏｎａｕ［３１］（１９８６）从家庭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时间价值，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在效用函数当中加入工作
时间来扩展贝克尔的模型，结果显示时间价值等于边际工资率加上工作时间的价值。
在Ｄｅｓｅｒｐａ模型的基础上，Ｓｅｒｇｉｏ和Ｊａｒａ－Ｄíａｚ［３２］（２００３）改进了约束条件的技术性限制问题，认为

消费时间和所花费的时间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不仅仅是最小时间约束限制，应该包括时间和商品之间
相互联系双向限制。Ｊｉａｎｇ和 Ｍｏｒｉｋａｗａ［３３］（２００４）为研究旅行时间价值的变化以交通方式或路径选择
为基础建立简单化时间配置模型，认为消费者在进行出行行为选择时，更关注出行时间而非某一种交通
方式的运行时速，同时，快捷、高速的交通方式通常会导致较为昂贵的价格，因此，旅行时间（节约）价值
则应该包括旅行时间和出行成本变化两个部分。Ｌｙｏｎｓ和Ｕｒｒｙ［３４］（２００５）认为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旅行时间消费方式日渐多样化，进而影响旅行时间价值的测度。此外，Ｚａｍｐａｒｉｎｉ和Ｒｅｇｇｉａｎｉ［３５］（２００７）
在旅行时间价值节约基础上，提出了货物运输的时间价值（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　ｓａｖｉｎｇｓ）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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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为减少商品被运送到特定地点时间的支付意愿。交通运输作为经济活动时间和空间的纽带，在研
究经济时空结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荣朝和，２０１１）［３６］（Ｐ５）。时空经济的分析方法将交通运输时间
成本和旅行时间价值作为影响经济活动时空分析的核心变量，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模型中（荣朝和，

２０１４）［３７］（Ｐ５）。整体上，旅行时间价值的评价主要是依托于Ｂｅｃｋｅｒ的理论和模型，随着交通技术和信息
技术的进步，影响旅行时间价值测度的因素日趋复杂，因此，旅行时间价值的测度应该关注不同交通方
式的技术经济特征、不同消费者的个体偏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时间分配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旅行时间价值规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旅行时间可靠性

评价两个方面。其中，旅行时间价值受到出行目的、个人特征、收入水平、交通方式、旅行距离、舒适性和
安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Ｓｍａｌｌ，２０１２）［３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旅行时间价值受到出行目的和工资率的
影响，商务出行的时间价值要高，而休闲出行的时间价值相对较低。Ｆｅｚｚｉ　ｅｔ　ａｌ．［３９］（２０１４）利用ＲＰ和ＳＰ
技术对 ＶＴＴＳ进行估计和模特卡托模拟，认为旅行时间价值应该为工资率的３／４是比较合理的，而

Ｌａｖｅ［４０］（１９６９）最早的结论是旅行时间价值应该为工资率的一半左右。其次，旅行时间价值受到收入水
平的影响较大。例如，Ａｂｒａｎｔｅｓ和 Ｗａｒｄｍａｎ［４１］（２０１１）通过对英国时间价值变动的分析发现，旅行时间
价值的收入弹性为０．９；Ｓｈｉｒｅｓ和Ｄｅ　Ｊｏｎｇ［４２］（２００９）的分析结果表明，旅行时间价值收入弹性对于通勤
者来说为０．７，对于商务出行和旅行者来说为０．５；Ｂｒｊｅ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４３］（２０１２）的研究发现，对于低收入者
来说，旅行时间价值收入弹性接近于０，而对于收入较高的人来说，其弹性远高于１。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４］（Ｐ６）

（２０１５）通过分析长距离的中国高铁建设对旅行时间价值变动的影响发现，工资率、运输成本和旅行时间
是影响其变动的关键因素。此外，部分学者认为旅行时间价值的评价受到消费者主观因素和其他客观
因素的影响，如消费者出行偏好、路面拥堵情况、设施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等等。整体上，由于影响旅行时
间价值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增加了时间价值测度的难度及可靠性，因此，亟需从新的视
角，综合测度高铁建设所引致的旅行时间价值变化。
针对传统旅行时间价值研究存在的缺陷有学者做出了进一步研究。荣朝和［３６］（Ｐ６）（２０１１）提出经济

学对交通／物流时间价值的认识，要从过去只能通过简单取平均收入或平均货值计算如何通过节约交通
时间获取收益，转变为分析如何避免交通不可靠造成更大的机会损失。他提出虽然交通－物流时间价
值可以表现为时间－货币之间的替代关系，但由于时间本身并不能用于交换，因此关于交通－物流时间
价值的评价应该带有主观性并体现在机会收益或损失上。陈小君、林晓言［４４］（２０１４）以时空分析视角，
设计描述交通基础设施应急疏散管理过程中群体决策行为（ＧＤＢ）的概念模型，将个体正确认知时间及
空间价值分布特征考虑在内，陈小君［４５］（２０１６）认为旅行时间价值的研究应该包括参照点依赖分析框架
及损失效应，构建参照点依赖的旅行时间价值分析框架，通过推导过程中将参照点依赖原理、损失厌恶
效应与旅行时间－运输费用替代曲线的有机结合，促使旅行时间价值研究由单一的节约视角向节约与
损失并举的双重视角转变，由静态的价值观向动态价值观转变，由绝对旅行时间价值研究向相对旅行时
间价值转变。

（三）时空结合层面的交通经济研究
荣朝和［３６］（Ｐ６）（２０１１）在《交通－物流时间价值及其在经济时空分析中的作用》中把经济时空的整体

作为研究对象，特别强调时间视角的切入，同时还把交通－物流时间价值作为经济时空分析的核心影响
变量，希望突破经济学在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结合部上的弱点。分别提出避免损失视角的时间价值、时
间距离与位移链条、等距离曲线、时间及其价值的非匀质性以及满足时空关系要求的企业基本功能等分
析思路，试图形成新的经济时空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必须关注经济时空
结构与时空秩序的合理化。经济学应转变为更多针对经济组织如何适应时空关系的要求。
在此之后，荣朝和［３７］（Ｐ７）（２０１４）提出了“时空分析在经济研究中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观点。时

间价值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同时认知时序世界和时变世界，减少由于延误造成的损失，也更关注把握时
机、应对灾变；日程安排通过社会化时间结构约束和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时空转换能力是行为主体在约
束条件下通过努力改变原有时间距离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为实现趋利避害争取于己有利的时空平
衡是人类从自然界所继承的核心本能，应改变经济学对完全理性的过度依赖，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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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避害的时空尺度上获得一致，成熟的经济学应该同时解释经济人和社会人，而市场是代表人类社会
相对成熟的基本运行方式。
荣朝和［４６］（２０１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时间框架是一定经济学思想体系所依赖的时间背景条件，它

限定着相应逻辑分析的解释边界。古典经济学的时间背景包括历史时间和作为资源的时间，新古典经
济学的主要时间背景是机械力学的静态时间，演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时间背景转变到热力学与进化论
交集的时间，而目前仍存在的尺度缺失制约着经济学的时空分析能力。认为经济学应该学习借鉴相对
论和社会学的时空观，补充构建基于即期相对时间并结合经济时空场域的分析框架。新框架有利于经
济学在分析现实世界中选用更合适的逻辑时间概念，突破传统静态分析范式，从只聚焦于均衡时点转变
到真正关注过程。同时，放松过于严格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更好地达成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

（四）外部性与交通经济研究
外部性理论源于马歇尔［４７］（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在１８９０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部经济”的概念。他

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缺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供求关系的比例，经济低效率的根源在于
“外部不经济”。瓦伊纳［４８］（Ｖｉｎｅｒ）又将马歇尔的外部性观点总结为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由于金
融外部性被大多数人认为不会影响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后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技术外部性。技
术外部性来源于生产技术的溢出，表明厂商的生产行为受到了其他相邻厂商的影响，生产效率得以提
高，或者说生产的无差异曲线外移。Ｂａｌｄｗｉｎ和Ｆｏｒｓｌｉｄ［４９］（２０００）指出，促进思想交流或增加知识溢出水
平的公共政策将推动经济活动的分散，而降低商品贸易成本的一体化政策将促进经济活动的集聚；经济
活动的集聚持久改变了地区之间的资本劳动比，从而地区间实际资本收益的差异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
的提高而无法消除，但是，由于存在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金融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公共政策为解决“动
态效率”和“空间平等”提供了空间。
从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出发，研究交通外部影响的文献一般可以分为研究交通的正外部性和负外

部性两大类。在运输业务中发生的外部效应的性质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运输在经济中的特殊重要
性，也决定于交通基础设施固有的运输特性（Ｓｔｅｔｊｕｈａ，２０１７）［５０］。大多数文献从交通类型（铁路、公路、
航空等）和交通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以及交通外部性影响对象等不同切入点对交通外部性进行研
究。由维多利亚交通政策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Ｉ–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运输成本效益分析—运输效益测算）”讨论对交通效益进行技术量化
后的好处，包括边际成本节约、外部利益、消费者剩余利益、经济生产力和发展、以及运输多样性的好处、
福利模式等。日本、美国、欧盟成员国等，对交通的负外部性影响估算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并
逐渐成为国家或国际惯例。对交通正外部性的影响也在不断探索研究中，主要关注领域有交通对生产
力、经济集聚、技术创新、效率、知识扩散、产业等的影响。从目前文献调研来看，对于交通正外部性学者
们还存在较多的不一致性，研究体系也有待形成。
外部性的实质在于如何使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实践中大致有庇古税、科斯内部化理论两

种解决方式。在庇古税方面，Ｒｏｔｈｅｎｇａｔｔｅｒ［５１］（２０１５）认为外部经济和不经济会导致市场失灵，导致所产
生的分配效率低下。这些低效率可以通过内部化外部性来消除或至少减少，即通过将外部成本或收益
分配给生成的各方。基于庇古外部概念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试图通过使用一种工具来解决内部化问
题，如庇古税。他们将定价措施纳入一系列规则，信息，管理和基础设施政策，这些政策以不同的组合应
用于每种类型的外部性，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所需的结果。例如Ｒｏｔｈｅｎｇａｔｔｅｒ认为应使用最佳组合的定
价与政策信息管理、法律法规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手段将外部性内部化。另一种解决视角是科斯内部化
理论。叶霞飞和蔡蔚［５２］（２００２）从理论上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开发利益的受益对象，并通过案例分析各受
益主体的受益情况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地价（或房产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城
市轨道交通开发利益定量计算的基本理论，重点探讨基于资产价值法的城市近郊轨道交通沿线开发利
益的计算方法，初步建立相应的定量计算模型，并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开发的利益可以通过直接还原方式
（包括直接开发方式、开发者负担方式、发行债券与股票）和间接还原方式（征税负担、基金）来还原给轨
道交通企业。苗启虎等［５３］（２００４）探讨了轨道交通的外部性和盈利模式，认为轨道交通企业可以通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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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沿线收益的房地产所有者（包括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等）进行谈判，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获得补偿。

Ｌｏｎｇｏ　ｅｔ　ａｌ．［５４］（２００８）以英国巴斯地区为例，提出以支付意愿来解决能源领域的外部效益内部化问题，
可以为交通领域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措施提供一定参考。这是科斯内部化理论的一种体现。目前，ＰＰＰ、
跨域加值、土地开发等理念与手段进一步扩展了外部效益内部化的方式方法。

（五）演化与交通经济研究
从演化的角度看交通经济研究主要聚焦于从历史角度对演化过程进行分析。部分学者从交通状态

的演化和预测等角度进行研究，通过事件检测、拥挤判别、状态估计以及状态可视化等进行直接相关分
析。Ｓｃｈｒａｎｋ和Ｌｏｍａｘ［５５］（２００４）以美国德克萨斯运输协会为代表研究以城市出行易达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旅行时间指数、旅行率指数、道路拥挤指数等衡量交通演化状态的指标。Ｗａｎｇ
和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５６］（２００５）通过基本交通流方程将交通状态估计转化为最优滤波问题，并利用卡尔曼滤
波器获得参数的线性最优估计。在交通流预测方面，学者们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建立分析模型和微观仿
真等技术手段开展研究。张君超等［５７］（２０１０）根据实际公交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连接成本和节点度有限
优化无标度网络的演化模型，建立“混合择优模型”来模拟网络的演化。

三、高铁经济研究成果梳理
（一）高铁、技术、创新
高铁首先是交通技术进步的体现，高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技术经济问题。技术和经济是人类社会

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始终并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而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和手段。我国学者于光远、孙冶方等于２０世纪

５０至６０年代自主创建了技术经济学学科，认为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之间矛盾关系的科学。
徐寿波［５８］（２０１１）指出技术经济含义是一切生产技术，必须既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
理性，才适宜推广。齐建国［５９］（１９８６）认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方法和
方法论。钱颂迪［６０］（１９９０）认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技术—经济—生态—社会—价值系统的要素、
结构、运行、功能及其规律性。许晓峰［６１］（１９９６）认为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关系以及技术经济
活动规律的科学，它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如何有效地在各种技术之间分配资源，寻求
技术和经济的最佳结合的新兴科学。
奥地利学者熊彼特在１９１２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所谓创新就是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
这种新组合包括：引入新产品；引进新工艺；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
织［６２］。在熊彼特之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将创新概念引入管理领域，进一步
发展了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前者是从技术
的变革、创新、扩散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代表人物有Ｓｏｌｏｗ、Ｆｒｅｅｍａｎ、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等；后者
把创新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安排和制度环
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有Ｎｏｒｔｈ等。
弗里曼［６３］（Ｆｒｅｅｍａｎ）在１９８７年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它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以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从国家创新体系微观组成出发，探讨用户和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之
后，美国经济学家Ｐｏｒｔｅｒ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将宏微观结合起来，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综合学派。
他认为国家的竞争力反映在企业的创新能力基础上，政府应该为国内的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
的政策环境。在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美国经济学家Ｎｅｌｓｏｎ、Ｗｉｎｔｅｒ、意大利经济学家Ｄｏｓｉ和英国
经济学家Ｆｒｅｅｍａｎ、丹麦学者Ｌｕｎｄｖａｌｌ为代表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
经济基础、技术轨道与技术范式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包括技术推动、需求拉
动、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和创新周期等，推动了创新理论的发展。
林晓言［６４］（２００４）提出了交通／高铁技术轨道论，并从技术和需求的角度根据交通技术发展历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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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术轨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布超和林晓言［６５］（２００７）借助技术轨道和技术子轨道理论，指出“科
技的根本性进展”、“行业技术积累”、“市场需求的递进扩张和品种上的发展”三个因素同样决定了交通
技术轨道的形成。由于我国处于技术后发地位，高铁发展在初期采取技术引进战略，因此“科技的根本
进展”暂时不构成影响高速铁路技术轨道的主要因素，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的根本
竞争优势将依然取决于科技的根本性进展，而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积累将发挥重要作用。赵薇［６６］

（２０１６）分析影响我国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成功的机制，认为一方面高铁动车组成功创新的动力机制在
于存在国内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行业技术推力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等方面因素；另一方面，高铁动车组能
够成功创新的运行机制在于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作用机制。林晓言等［６７］（２０１７）通过三螺旋理论阐释
了作为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主体的政府、企业、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分析
各创新主体在我国高铁技术创新复杂系统中的作用机理，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评价比较主要国家
高铁技术创新能力，提出应重视组织市场对于高铁持续创新的重要性的观点。

（二）高铁、空间、区域、产业
铁路对空间、区域、产业布局等的影响一直是运输经济学的焦点和重点，其视角和结论随着铁路技

术的进步和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弗里德里希·李斯特［６８］（Ｌｉｓｔ，１８４１）第一次科学论证了铁路
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实力的作用。在铁路促进产业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
铁路首先带动农业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铁路以工业为中介推动其他部门发展。例如，美国学者恩斯特·
梁认为，在很多历史案例中受到铁路最先受益的是农业而非工业，早期的中国铁路主要影响了农产品的
运输。朱从兵［６９］（１９９８）在研究１８８５－１９６５年广西铁路对广西社会经济影响时认为，铁路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是以工业的发展变化为中介的。但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Ｆｏｇｅｌ（福格尔）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曾惊人地指出，根据他研究的结论，铁路对于美国经济在１９世纪的增长并非绝对必要。他采用
“反事实假设方法”建立了一个计算社会节约量的数学模型，并引用及修正了大量历史数据证明自己的
观点［７０］。尽管这种严格的前提性条件局限性非常大，但这仍然成为他１９９３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重要原因之一。
高铁对于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以计量模型为基础的应用方面。例如李京

文［７１］（１９９８）建立了北京、天津、上海市和山东、安徽、江苏省六省市地区经济发展模型，通过简单方案和
综合方案研究得出京沪高铁的建成可以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促进地区间的人员和货物
交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专业化协作。Ｐｏｌ［７２］（２００３）认为，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可
分为两种，一是催化作用，指高铁给处于低增长或经济转型期的区域带来新的经济活动，引起区域经济
增长；二是促进作用，指高铁对本来已经繁荣发展的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赵娟和林晓言［７３］（２０１０）使
用对数线性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从缓解运输状况、节约旅行时间、经济一体化、高新产业发展等角度，对
京津城际铁路区域经济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林晓言和陈小君等［７４］（２０１０）从空间联系效应、产业结构
效应、就业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采用灰色预测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测算出京津城际铁路对京津地区的经济影响。近年来ＥＳＤＡ、ＣＳＤＡ等空间计量工具被用于高铁空
间经济区域经济影响的分析中。
关于高铁对于空间结构影响的观点性文献多数以其地面快速作为主要技术特征，认为高速铁路通

过大尺度缩短地面空间距离，快速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通过集聚经济效应等驱动着区域空间结构、
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贾善铭和覃成林［７５］（２０１４）对国外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总
结，认为在高铁外部性、高铁影响下的可达性方面研究需深化、关于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域及机
制研究需进一步拓展。林晓言等［７６］（２０１５ａ）研究了高速铁路对区域基础作用的机理形成及实现路径、
高铁对区域基础作用的具体表现（如影响经济总量、调整产业结构、高速铁路经济带与土地开发等）、发
挥高铁对区域发展更大作用的战略选择等。林晓言等［７７］（２０１５ｂ）通过对武广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考
察，证实了高铁降低沿线地区的运输成本，通过时空压缩、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提升了沿线城市的人才
吸引力。Ｚｈｅｎｇ［７８］（２０１３）认为运输技术允许个人在没有生活在其边界内的情况下获得大城市提供潜在
的巨大社会效益，个人可以享受城市聚集的好处，而不用支付大城市的房地产租金和城市的社会成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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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铁正在发挥这一作用。
近来随着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战略目标的提出，高铁对于高端产业集聚的影响被关注。

一些学者从知识产业、知识交流的角度研究高铁的空间经济影响。近期的文献中，Ｃｈｅｎ 和

Ｖｉｃｋｅｒｍａｎ［７９］（２０１７）以英国肯特地区和中国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统计数据研究了时间序列范
围内七个知识经济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布及其变化，指出高铁发展较好的地区，知识就业水平也较高，且
知识就业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个别地区会以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式出现。林晓言和罗
燊［８０］（２０１７ｂ）认为高铁促进了面对面交流层面的知识流，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流动、促进产业集聚与扩
散、吸引投资、站区开发等方面影响了区域间知识流的结构，改变了区域间的知识联系强度。

（三）高铁、环境、绿色、结构优化
高速铁路的建设带动了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产生的环境累积效应是不容忽视的。国内有

学者结合高铁区域环境系统的特征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长益城际铁路为例对区域环境累积效应评
价方法进行实例研究，通过区域环境阈值进行环境累积效应评价分析，为高铁区域环境累积效应评价的
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高铁区域环境系统的监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倪艳霞
等，２０１４）［８１］。具体看，高铁自身系统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噪音和振动两个方面，该部分在
环境评价中是重点，其对于经济的间接影响也是体现在控制噪声振动的投资增加部分，基本上内部化
了。还有高铁提高速度导致能耗大比例提高，间接增加源头发电环节污染的观点等。其他则多以比较
经济效益的观点出现，例如张汉斌［８２］（２０１１）指出，我国高铁建设有间接节地效应、货运增量替代效应和
客运增量替代效应，以武广高铁为例，初步得出每公里高铁比普铁每年减排二氧化碳２１９０．５５吨。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ｅｔ　ａｌ．［８３］（２０１５）采用双寡头模型分析了影响航空运输和高速铁路（高铁）对环境和社会福
利的竞争。由于额外需求，高铁的引入可能对环境产生负效应，即有替代效应和交通产生的影响之间的
权衡。如果考虑到环境的外部性时，评估社会福利的社会剩余方法可能更适合于只有航空运输服务而
不是有两家市场竞争的情况。当航空公司和高铁运营商可以决定频率时，航空公司可以采取降低飞机
的大小而提供较低的频率和携带更少乘客的方式保持高负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高
铁的引入可以在每一个座位上产生环境效益。当高铁运营商决定速度时，会使用最大水平的速度以减
少旅行时间。由于速度提高而增加的排放量足够高时，高铁的引入会增加总体排放水平。因此，在考虑
竞争市场的情况下，高铁的环境影响结果取决于多种前提的一定权衡。
高铁系统自身的低碳减排效应是其绿色特征的基础表现，另有大比例文献则是通过高铁带动第三

产业发展替代一二产业潜在污染的途径、通过空间压缩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等间接论证高铁的
绿色经济属性。认为高速铁路具有速度优势，能够显著吸引壮大旅游、商贸、房地产、文化教育等与人流
聚集和速度有直接关系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托高速铁路所产生的“同城效应”，实现区域资源共享，
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有效推动区域内产业优化分工，围绕构建高铁沿线产业链条，形成比较优势，促进沿
线地区的产业协调互补发展。Ｍａｔｈｉｅｕ［８４］（１９９３）评价了作为传统工业城市的里尔在高铁开通后，整个
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得到较快的增长使里尔发展成为一个以旅游和商务为主的城市。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８５］（１９９７）设计了一个通过高铁系统连接的多城市系统模型，高铁系统可以提高各城市生产
部门的交流机会，从而带动整个区域各产业的发展。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８６］（２０００）研究了日本就业人口的变化，
发现修建高铁后就业人口明显增长的产业是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和服务业。张楠楠和徐逸伦［８７］

（２００５）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交通系统、经济系统和区域空间三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高
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指出高铁系统可以为区域创造新的区位优势，给沿线地带的产业发展及产业
结构提升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区域原有的产业发展特征改变或形成新的产业带。
陈春阳等［８８］（２００５）研究了客运专线运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指出铁路客运专线将提高干线的客货

运输能力，降低社会运输总成本，带动高新产业发展，节约旅行时间，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苏顺虎［８９］

（２０１０）认为高速铁路的发展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加快了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推动了传统铁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而且带动了铁路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创新，促进了国家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Ｃｈａｎｄｒａ和Ｖａｄａｌｉ［９０］（２０１４）根据美国２０５０高铁计划，构造潜在可达性（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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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测度模型，研究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３５年５个高铁车站可达性的变化及其对六大主要行业的影
响（制造，零售，建筑，矿石、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医疗保健服务），表明了高铁沿线走廊产业的空间分布
差异会对不同行业带来不同的影响。胡静等［９１］（２０１５）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量湖北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对比高铁开通前后其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变化，分析高铁对
旅游及相关行业差异化影响。

（四）高铁、开放、链条、走出去
这里的开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高铁产业对于相关联产业和衍生产业的开放带动，二是与国家开放

政策相关联的高铁开放战略。王宏顺和王静［９２］（２０１０）指出，高速铁路提供的大量运力，不仅强有力地
促进了沿线地区一、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有利于加强沿线城市间的物资与人力资源交流，促进产
业互补，利于沿线各大中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状况的改变。高速铁路的建设本身即是个巨大的产业链，建
设过程中涵盖了基建、铺轨、车辆，生产购置和返营管理等诸多阶段，巨额投资和集中大规模建设使得整
个产业链集中收益、辐射长远，涉及广泛的利益主体和大量行业人群，大商机和发展潜能延伸了产业链
条，扩大了附加值，拓展了产业空间。

针对中国及高速铁路大规模发展的特殊国情背景，一些机构和专家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推断解
读中国高铁所引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以预见其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郑凯锋等［９３］

（２０１４）综述了高速铁路“走出去”宏观意义主要的学术观点，认为高铁“走出去”能够改善我国出口贸易
结构，使我国出口贸易实现由产品贸易到技术贸易、由产品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型，提升我国经济实力，

从而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形成高铁国际市场。高柏［９４］

（２０１５）分析了中国高铁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系。世界银行［１］（Ｐ１３）（２０１４）发布中国高铁经济的系列研

究报告，徐飞［９５］［９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探讨了中国高铁的“走出去”战略与全球价值等。国务院原则上通过的
“八横八纵”高铁网规划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充分发挥高铁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陈东琪，２０１６）［９７］这一
重要论断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由学术研究层面逐步进入社会实践层面，高速铁路作为一种经济
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转向“新常态”下的战略骨干和政策体系。
关于中国高铁走出去，赵坚在财新网发文，认为中国被墨西哥单方面撤销高铁中标项目不是坏事。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４日墨西哥官方宣布，中国铁建、中国南车等组成的国际联合体以２７０亿元中标墨西哥最
长２１０公里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高铁海外首单。但仅仅３天后墨西哥单方面宣布取消并重启招标程
序。在国内一片“讨伐”声中，赵坚发文认为中国铁建应该庆幸此举，因为避免了巨大的商业风险和政治
风险。认为“高铁走出去要发挥中国高铁性价比优势。高铁是商业项目，不是援助项目，国企走出去要
挣钱而不是赔钱。”①高柏则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发文“高铁海外投资不能单纯考虑利润”，认为高
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其“综合的正面外部性远远超过其投资的价值本身”②。而对其债务问题提出
主要源自中国高铁融资模式等观点。之后，双方又对于“高铁外部性”“高铁债务”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互
动讨论，观点不同。

（五）高铁、价值、成本
高速铁路归其根本是一种交通基础设施，应当发挥其服务于社会公众实现公共价值的作用，而同时

高铁发展的成本问题也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因此，本部分一方面梳理为数不多的关于高铁公共价值的
文献，另一方面综述关于高铁成本的研究。Ｍｕ　ｅｔ　ａｌ．［９８］（２０１５）研究了高速铁路的公共价值，认为高速
铁路公共价值起初为调整经济增长并促进就业，是一种行政指令，在撤销铁道部后，高铁被期望于带动
经济增长促进地区发展平衡，而目前高铁的公共价值转变为促进地区间的效率和合作。还有不少文章
将沿线房产升值作为高铁的公共价值予以计量。Ｃｈｅｎ和 Ｈａｙｎｅｓ［９９］（２０１５）根据京沪高铁线２２个城市
的１　０１６个住房社区的数据集，以特征定价模型分析了京沪高铁对住房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
住房财产，邻近环境和位置可达性的物理特征后，高铁服务对中小城市房屋价值产生了相当大的区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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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包括地方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对较大城市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可能是大城市房屋市场竞争性的结
果。也有学者对于台湾高铁的房产价值影响做过案例研究，结论是房屋价值很小程度受到高铁的影响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１００］。
成本分析则分为不同的层面，一是基于项目评价层面的成本效益分析。Ｎａｓｈ［１０１］（２０１５）分析了高

速铁路的成本效益，高铁的成本包括投资、运营成本、额外成本（碳等污染物排放）、税收损失（客流从公
路向铁路转移）、公共投资的机会成本，高铁的收益包括收入、时间价值（超过票价的部分）、释放既有线
的运能减少拥堵、事故的发生，环保、诱发运量及其他外部经济效益。二是对于其他运输方式造成的成
本或损失。Ａｌｂａｌａｔｅ［１０２］（２０１６）运用倍差法研究西班牙高铁对旅游收入的影响，认为高铁对旅游业产生
的积极影响微弱，对航空具有负向作用，对旅游收入产生的积极效应不具有持续性。三是以完成运能前
提下比较其他交通方式高铁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层面。赵坚［３］（Ｐ１４）［１９］（Ｐ１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６）认为铁路客运
从目前１２０－１６０公里的运行速度“大跃进”地提高到３００公里以上会面临巨大风险，并将给中国铁路、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企业、客运专线的施工建设企业以及我国的银行系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六）高铁、民航、竞争、比较
高铁作为地面快速交通技术，其目标市场定位是填补高速公路和民航之间的速度空白，使运输结构

更为合理，人们出行选择更为多样化，因此，一些文献关注高铁与民航等的竞争关系研究。林晓言
等［１０３］（２０１５ｃ）通过研究日本交通省对高速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在不同运距上竞争优势统计数据，
发现随着运输距离递增，运输市场结构表现为逐渐由以公路为寡头垄断—公路与高速铁路垄断竞争—
以高速铁路为寡头垄断—高速铁路与航空垄断竞争—航空寡头垄断的变化过程。Ｘｉａ和Ｚｈａｎｇ［１０４］

（２０１６）考虑到潜在的枢纽机场能力约束，调查了竞争对票价、交通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高铁和民
航合作对社会有利的条件，为评估航空运输和高铁合作的潜在影响提供了一些政策证据。研究表明，在
航空客流拥挤区域，减少高铁民航接驳时间可以增进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前提是接驳费用在一定水
平之下。
鉴于高铁是一种初始投资巨大的交通设施，Ｗｕ　ｅｔ　ａｌ．［５］（Ｐ１５）（２０１４）研究表明，在像中国这样幅员辽

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因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乘客旅行时间价值总体较低且差距较大，所以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乘客旅行时间价值下，从总体上说，在富裕和人口密集的地区建设有限数
量的高铁是合理的，但对中西部来说，与建设高铁新线相比，新建普通铁路是解决中国铁路运力问题的
一个更好的方案。Ｚｈａｏ　＆Ｚｈａｏ［４］（Ｐ１５）（２０１５）研究了高铁旅行时间节约价值（ＶＴＴＳ）的变化，提出一个
基于一般旅行行为的时间分配模型，该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高铁蕴含着巨大的市场
风险和经济损失。来源于某个新的铁路售票订票系统中的数据显示，对于长途运输，旅客更喜欢选择传
统的隔夜卧铺列车而非高铁。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６］（Ｐ１５）（２０１７）认为欠发达地区低成本航空比高铁更有成本效
率，如果考虑低成本航空的因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高铁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四、评述及基础理论走向

我国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建成了２万公里高速铁路运输网络，且趋向于２０３０年达到３万公里的更
大规模，并将大范围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际经验表明，高速铁路是初始投资且沉没成本巨大、经营性
收入基本无法回收投资，甚至在经营阶段也很难达到盈亏平衡的投资项目，同时它也在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政治格局等层面显示出巨大正向影响。国际经验还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与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
态势和取向紧密相关，日本、欧洲各国均围绕高速铁路的建设对于综合交通政策乃至国土政策作出重大
调整。
从我国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成果服务于政策的作用还有欠缺，科学决策所要求的合理机理阐述也

尚有不足。具体看，既有文献对于高铁大能力高频率形成的时空压缩强度和差异度以及其如何转换为
空间－经济模式的一般性规律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案例整理分析特别是比较分析依然处于初期阶段，
国际上一些高铁站点城市半个世纪以来的兴衰演变究竟与高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关系

等，缺乏系统的持续追踪。高铁与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关系、高铁与区域经济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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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与综合交通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高铁自身运行的成本效益界定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政策
问题，尚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高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的外在动力
演化宗旨和特色的运输经济学理论以许庆斌、荣朝和［１０５］（１９９３）提出的“运输化理论”为代表，该理

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从
原始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各国经济一直处于“前运输化”状态；与大工业对应的
是运输化时期，而运输化本身的特征又在“初步运输化”和“完善运输化”这两个分阶段中得到充分发展；
随着发达国家逐步向后工业经济转变，运输化的重要性在相对地位上开始让位于信息化，从而呈现出一
种“后运输化”的趋势。
关于高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尚不多见，既有研究大多从单维度出发并以相关计量代替对于二

者关系的解析。二者关系演化路径的研究更为稀缺。本文认为，从外部推动力看，高速铁路既是交通技
术进步的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结构演化对于交通运输的特定需求，还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高铁与经济关系的外在解析至少是一个三维的解释模型。高铁发展也是综合交通体系优化的
选择之一，交通需求取向就成为影响高铁与经济关系的第四个维度。再者，基于“演化”视角，高铁与经
济之间关系的外推力呈现出阶段性，这就要求在四维模型中引入时间轴的维度。引入时间建立技术进
步－经济空间－交通需求－制度政策四维因素的高铁与经济关系外在动力理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高铁与经济之间关系外在动力理论模型

（二）高铁与经济之间关系及其演化的内在机理解析
当前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大多仅把高铁看作是一种速度比较快的地面交通运输方式，“时空压缩”成

为最重要的解释选择，之后衍生出对于ＧＤＰ、具体产业以及空间形态等的影响评价。近来还出现了关
于高铁溢出效应在金融领域的表现从时空压缩－信息完备等视角加以解释和计量的文献。龙玉等［１０６］

（２０１７）时空压缩下的风险投资—高铁通车与风险投资区域变化一文，基于风险投资的视角，研究高铁通
车改变地理距离的时空约束条件后，我国风险投资行为的新变化。ＤＩＤ模型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后，与
非高铁城市比较，风险投资对高铁城市的新增投资显著增加，高铁扩展了 ＶＣ中心城市的投资辐射范
围。高铁通车后，由于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所降低，造成信息敏感性较高的初创期和扩
张期的风险投资明显增加。黄张凯等［１０７］（２０１６）地理位置、高铁与信息：来自中国ＩＰＯ市场的证据一
文，认为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不对称造成ＩＰＯ折价，由此认为高铁改变了公司是否位于“中心地带”的情
形，进而影响信息完备程度并导致ＩＰＯ效率。
本文认为，解析高铁经济内在机理必须对于高铁的独特经济属性予以正确界定，这也是正确认识和

识别高铁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其地面快速带来的旅行时间节约以及大运能高频
率带来的规模经济属性，涉及到两个关键理论，一是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ＶＴＴＳ）理论，二是运输业规
模经济理论。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理论是运输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其应
用也已取得好的学术成果。Ｗｕ　ｅｔ　ａｌ．［５］（Ｐ１７）（２０１４）以项目评价理论和旅客时间价值为基础，重点讨论
新建高铁是否是解决中国铁路运力问题最经济而有效的方案，认为制定合适的高铁投资和发展政策必
须要考虑地区差异。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４］（Ｐ１７）（２０１５）通过回顾关于时间分配理论尤其是对埃文斯活动的深入
分析，提出一个基于一般旅行行为的时间分配模型。通过记录１２３０６网站的购票情况，基于时间分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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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模型，以旅客的时间安排为视角，探讨旅行时间价值的变化，分析了旅客在长距离出行时对高铁和
卧铺车之间的选择。数据证实，对于长途运输，旅客更喜欢选择传统的隔夜卧铺列车而非高铁。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交通运输部（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近年连续出台关于铁路项目
效益费用分析的手册文件，其中对于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等文件①，对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效益费用分析和区
域经济影响予以清晰区别，对于如何充分考虑旅行时间节约价值对于交通项目投资的影响做出了明确
说明。而规模经济既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也是运输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荣朝和［１０８］（２００８）认为现
代运输活动也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现象，但由于运输业网络特性、运输生产及产品计量方式的
复杂性，使得对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把握变得十分困难，线路通过密度经济、载运工具载运能
力经济、运输距离经济、车队规模经济、节点处理能力经济等都是规模经济在网络型的运输业中的具体
表现。既有文献分别基于旅行时间价值和运输业规模经济理论取得相关成果，本文认为，中国高铁爆炸
式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机理研究，应将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和运输业规模经济两个理
论予以融合，揭示高铁与经济关系的内在机理，这需要对目前的集聚经济理论等作出不小的修正，具有
挑战性。

（三）高铁经济基础理论及演化模型
通过文献的梳理，“高铁经济”尚未发现有英文文献予以专门的概念阐述。中文文献对高铁经济的

定义最早见刘继广和卢旭［１０９］（２０１１）的《掘金武广提升消费力———努力将郴州打造成为区域性消费热
点城市》报告中，“高铁经济”泛指依托高速铁路的综合优势，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以及消费
群体、消费资料等消费要素，在高速铁路沿线站点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之后
刘继广、沈志群［１１０］（２０１１）、乔洁等［１１１］（２０１２）、周晓津［１１２］（２０１５）均沿用了这一定义。高铁经济的度量
则聚焦于高铁对区域／空间以及产业等影响的计量。本文认为，目前文献所做的大量测算都是高铁经济
影响评价，侧重于高铁建设、运营对于某一个区域或某一个产业的分析，但这些学术研究的结论在实践
中被混同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经济费用效益分析”等章节的作用，而后者是政府投资
决策的重要指导手册。引言所列举的学术观点的差异甚至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混淆了这两种分析
体系，将其放到一起来比较了。本文从厘清二者区别更好服务于高铁投资决策的目的出发，基于交通外
部性理论，把高铁经济定义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部分，内部经济为市场体系之内，外部经济则处于
市场体系之外。这样界定的最大意义是可以服务于政府激励政策，例如定价、补贴、税费等；另一个好处
是可以清楚区分高铁经济费用效益分析（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ＢＡ；美国２０１７交通政策中称之为

ＢＣＡ，即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经研究二者框架是一致的）和高铁经济影响分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两个评价体系，并对旅行时间价值和运输业规模经济在交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做出结论，直
接服务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决策。为此，应建立一个包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在机理和外在
解析的高铁经济理论模型框架。此外，关于演化与交通方面的技术层面，现有研究存在以下有待改进之
处：其研究对象以高速公路为主，对高速铁路和城市交通路网涉及较少；对交通演化分析的研究也多针
对单点，少数涉及干线，而对整个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ｄｅ）的整体特征的分析和研究很少。此外，在技术上，

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为代表的演化分析性模型往往难以求解，尤其当网络规模较大时，通常只能通过
数值方法求解，这样就失去了分析性模型原来的优点，并且还会遇到离散化步长和解的稳定性等问题。

高铁经济内涵外延及高铁经济基础理论和演化模型思维分别见图２和图３。

图３中，“内部经济”的研究对象是企业，高铁企业的成本效益；“外部经济”的研究对对象是市场，高
铁市场的供给需求；“约束条件”的研究对象是环境，高铁发展的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外在驱动”的研
究对象是保障，高铁发展的战略步骤和制度保障。因此，“高铁经济基础理论及演化模型”是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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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交通外部性理论的高铁经济内涵外延界定

图３　高铁经济基础理论及演化模型思维图

“市场”、“约束”、“战略”、“保障”五个模块组成的。
（四）高铁与综合交通的关系以及世界各国综合交通政策的全面梳理
交通政策是高铁与综合交通关系重要的解释维度之一，因此系统梳理国际上的高铁国家和潜在高

铁国家的交通政策工具十分必要。分析可见，欧盟更加重视交通的绿色经济导向，倾向于更大发挥轨道
交通／高铁的作用。２０１１年３月欧盟委员会颁布面向２０５０年的题为《迈向统一欧洲的交通发展路线
图———构建竞争力强、高效节能交通系统》白皮书，目标是建立面向统一欧洲的、竞争力强、便捷高效、可
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２０５０年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量比２００８年减少６０％。２０３０年，３０％运距超
过３００公里的公路货运转移到铁路或水路运输。２０５０年超过５０％运距在３００公里以上的公路货运转
移至铁路或水路运输。２０３０年高速铁路网里程达到目前的三倍，在所有成员国形成高密度的铁路网
络。２０５０年完成欧洲高速铁路网建设。２０５０年大部分中远途旅客运输由铁路承担。２０５０年实现铁路
网络（特别是高速铁路网络）与所有机场、重要海港、内河水运系统之间的便捷高效衔接。
美国运输部运输政策办公室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日更新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其中：“Ｔｈｅ　Ｆｉｘ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ＦＡＳＴ　Ａｃｔ"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修复美
国地面交通法案》，这是十多年来第一个为地面交通提供长期融资的确定性法案，强调了美国人民对更
优质交通的迫切需求，意味着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推进关键运输建设项目。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要为解决国家高速公路和桥梁面临的关键问题提供专用的、可
自由 支 配 的 资 金。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ＧＥＲ）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该计划的项目主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项目，以及改善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可靠、安全、经济
的交通项目。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以及Ｓａｆ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ａｆ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ｓ等。
简单分析可见，绿色导向的网络升级和结构优化是欧洲综合交通政策的主线，其中对于各种交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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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份额规划了明确的目标。而美国的运输政策主要目的则在于为陈旧的基础设施修复提供资金，同
时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可以申请到这些援助资金的方法，其中以突出效益考虑的效益－成本分析方
法最为引人注意。除此之外，还将对高铁案例全面梳理，按照高铁网络类型、高铁网与既有交通网的关
系类型、高铁途径城市区域的类型等分别梳理其经济状态，总结出相关规律。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主要国
家综合交通政策导向，可以设计出我国的综合交通政策和系统的支撑政策体系。

五、意义归纳

引入时间维度的技术进步－经济空间－综合交通－制度政策四维解释框架，或者基于可视化工具
可以实现的动态演化理论模型，明确高铁演化的经济动因和历史条件，从而总结归纳高速铁路经济演化
的动力机制；基于节约旅行时间的价值理论，运输业规模经济理论的高铁经济内在机理解析理论，建立
包含企业、市场、约束、战略、保障五个模块的高铁经济基础理论及演化模型等，这些高铁经济的基础理
论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理论创新性。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综合交通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阐释，是对于新的历史

条件下，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不
仅可以丰富完善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将来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例如引入竞争的改革政
策的研究搭建标准平台，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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